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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古代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发展相对迟缓，载体论是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与此同时中国的文

学语言研究涉及内容广泛，思想内涵丰富，但理论脉络较为模糊；近现代西方的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百家争

鸣的局面，同时折射出泛化的学术倾向。此一时期中国的文学语言研究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有忽略自身

传统的学术盲动的趋向。无论是中西方，新时期的文学语言研究都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的学科建设和整合，

使其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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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是文学理
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都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独特的传统。在新的历
史时期，文学语言研究要想取得更大、更健康的
发展首先是要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综合

性的研究，学者们一方面应该大力继承和挖掘古
今中外一切相关的学术思想和研究传统，另一方
面应该避免学术盲从和泛化的倾向；其次，要注
重学科的整合和定位。文学语言研究学科的整
合和定位既要在现代语言学、语言哲学的指导下
进行，又要注意到其跨学科的性质。只有这样，
文学语言研究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并

取得更大的发展。

一、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和局限

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从古希腊至今，西方文
学语言研究大致经历了载体论、本体论以及客体
论三大阶段。所谓载体论，就是把语言看成是表
达文学作品内容的工具，相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
来讲，语言是处于一种附属的、次要的地位，是表
达思想或内容的媒介［１］。载体论文学语言观持
续了两千多年，在西方文论中一直占有主导性的

地位，直到２０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语言学派
的出现，此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文

学语言载体和媒介的地位。形式主义学者们认
为，语言是衡量文学“文学性”的唯一标准，是语
言形式决定了文学的内容而不是相反。形式主
义理论彻底改变了语言在文学作品研究中的附

属地位，使语言成为文学作品研究的本体。形式
主义理论学家托马舍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
中，词语通常是传递信息的手段，具有交际功能，
而文学作品则不然，……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表
达艺术，特别注意语词的选择和搭配，……这就
使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体的价值”［２］。形
式主义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语言研究从载体

论过渡到了本体论，是西方文学语言研究两千多
年来第一个质的突破。
紧随本体论之后，文学语言客体论又开始进

入人们的视野。该派理论将文学作品的受众，即
读者，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文学文本和
语言看作是为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而存在的客

体对象。关于文学语言客体论，现象学美学家英
加登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英加登指出：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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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语言结构只有一部分表层的属性由客体自

身呈现出来，更加深层的属性则必须由读者的想
象力加以建构［３］。
相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们对文

学语言的考察显得更为细腻和具体，内容更为丰
富，思想更加深刻，例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
论述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易传·系辞》在论述卦象的过程中阐
述了著名的“言、象、意”理论，有“书不尽言，言不
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魏代的王弼进
一步加以补充，提出了“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
而忘象”这样的观点［４］。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散
文诗歌大家们极力推崇寓言以及比兴等手法，因
为只有通过“立象”的方法才能向世人昭示深刻
的宇宙人生哲理。从这一点来看，“立象”是文学
艺术语言的最高境界。这与现代西方海德格尔
的思想颇为相似，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真理既不是
日常语言所能触及的，也不是人为的逻辑语言所
能达到的，只有诗性语言才有可能是通向哲学真
理的正确途径［５］，由此，他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
家园”这样的著名的观点。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结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里，西方文学语言理论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以来
加快了脚步，长于理论建设，逻辑较为明晰。中
国古典文学语言理论具体内涵丰富，思想底蕴深
厚，但缺乏理论和逻辑上的传承。

二、近现代中西文学语言研究面临的困境

近现代以来，随着欧美分析哲学的深入以及
欧洲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哲学研究
开始出现“语言转向”。在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
大背景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语言哲学家，
其中著名的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索绪
尔、塞尔、乔姆斯基等人。１９１６年，瑞士语言学家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正式出版，该书的出
版标志着语言学与哲学的正式分离，从此，人类
对语言科学的研究步入了快车道。德国哲学家
卡西尔曾经指出：“语言科学的发展和重要性完
全可以跟１７世纪伽利略改变了我们关于物质世
界的整个观念的新科学相媲美。”［６］

２０世纪以来，伴随着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不
断深入和推陈出新，西方文学语言研究渐入高
潮。紧随着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先后又出现了
新批评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接受美学学派、解构
主义学派等本体论学派，可以说每一个新出现的

学派都是对以前学派的反动和创新。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本体论研究逐渐走到了尽头，于是
又出现了以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新历史
主义为代表的客体论学派，这些学派把研究的视
角重新又转向语言以外的社会现实，把文学语言
的研究重新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
外部因素相结合。总的来看，２０世纪西方文学语
言研究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这一历史时期，反观中国文学语言的研究

却出现了西化倾向严重，缺乏创新的局面。出现
这种颓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西学东渐带
来的直接后果。近代以来，出于强国富民的目
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积极探索和引进西
方的思想文化，以期改变中国愚钝落后的社会现
实。可是，片面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直接的
负面后果就是矫枉过正，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
向，在文学语言研究领域亦是如此，百年以来鲜
有自己的创新。其二是对本国研究历史和传统
的否定。割断和否定自己悠久的研究传统和特
色是全盘西化倾向所导致的间接后果。进入２１
世纪以后，中国文论的研究既面临着与国际接
轨、融入国际研究大背景的任务，又面临着恢复
自己的研究传统，推陈出新的严峻挑战。

２０世纪中国文论的研究陷入了迟滞的、盲目
跟进的状态，那么，是不是说西方那种大发展、大
繁荣的状态就全无问题了呢？其实也不尽然。
纵观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整个西
方２０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
局面，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潮此起彼伏，给人一种
表面上的欣欣向荣的印象。实际上，这种欣欣向
荣的景象折射出的是一种理论创新上的浮躁情

绪，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度强烈的“言说欲”和“表
现欲”。在标新立异思想驱动下走马灯似的提出
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很有可能给学术的发展
带来一定的危害，因为学术的发展十分需要理性
的通盘思考和谋划，而“言说欲”和“表现欲”则是
以满足自身为目的的，并不或很少考虑学术发展
的整体需要，这很有可能干扰或阻碍学术研究的
正常发展［７］。
以标新立异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很可能会使

文学语言研究陷入僵局，原因之一是非理性的理
论创新具有盲动性的特征，这样的理论创新往往
很难深入下去，常常是一个观点刚刚提出就被另
外的观点所取代；原因之二是浮躁的学术研究多
半带有“排斥他人”的学术情结，各家各派都倾向
于以自己的理论观点为核心，忽视或排斥其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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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合理因素和内核，或在主观上就对其他学派
的理论观点采取一种先入为主的抵触态度。所
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使研究陷入不可自拔的僵局，
脱离正常健康的学术轨道。实际上，从２０世纪后
半期开始，西方文论研究包括文学语言研究已经
开始陷入这种学术乱象之中。韦勒克就曾指出：
“由于方法上的冲突，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一直
呈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８］。
分析近现代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方文学语言

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的文学语
言研究实际上都是处于比较极端的状态之下。
中国近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大
部分情况下都是跟着西方的理论在转，许多研究
者认为，凡是新出现的和新引进的必定是合理的
和先进的，还有许多研究者是以西方的文学语言
理论来解释和硬套中国文学的现实；与中国情况
相反的是，西方近现代文学语言理论是过分关注
理论上的“创新”，急于阐发自己的新观点，从而
导致整个文学语言理论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以此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近现代的文学
语言研究都陷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困境。

三、文学语言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西方文学
语言研究都需要从哲学、语言学、文艺学、美学、
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充分地吸取
养分，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既不能像以往
那样走标新立异的老路，也不能割断与历史传统
的联系。
对文学语言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应该以正确

的哲学方法论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
为综合是在分析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的，
它包含和整合了分析阶段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它是丰富的总体，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思维过程
中最高级的阶段［９］。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对文学
语言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是因为中西文学语言研
究历经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

量的具体的分析，这些分析不经综合就无法取得
进一步的发展，产生质的飞跃。
在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视野要尽可能的

开阔，要综合利用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
全部的相关的理论成果，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
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方的文学语言研
究，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的文学语言研究长于理论
建设，此期间的理论成果最丰富、最集中、最有创
意，很值得各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的借鉴。

可以充分利用和对比西方的理论优势对中国古

典文论进行梳理和评价，借以延续和拓展中国文
学语言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脉络。借鉴
和参考西方的语言研究理论并不是要像以往那

样简单地以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中国文学语

言研究的事实，而是要探寻双方理论之间的内在
联系，理清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次序，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综合［１０］，例如，在研究孔子的“文质论”
时就可以将视野投向西方的相关理论，挖掘彼此之
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会发现“文质论”既不同于载
体论，也不同于主体论或客体论，它强调的是在创
作的过程中，要实现作品语言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
一，可以称之为“形式内容统一论”。
实际上，西方一些学者早就意识到了综合研

究的重要性，很是注重吸收和借鉴东方的古典文
化成果，如海德格尔十分注意吸取中国道家的哲
学思想，道家哲学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
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点有异
曲同工之妙；德里达对汉字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萨丕尔对汉语语言的节奏和美学特性大加
赞扬。
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第二个值得我们特别

关注的问题是要实现研究传统的回归与继承。
任何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

的，只有立足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才
能真正走向世界。中国古典文论是一个十分广
大而富饶的领域，极具民族文化特色，亟待我们
去研究开发和继承。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有关诗
歌语言的理论最为发达，产生过大量有关诗性语
言的论述，这些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
上都是西方古典文论无法企及的，仅先秦诸子的
著作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闪耀着思

想光辉的理论观点。例如，《论语》中有“不学诗，
无以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情欲信，辞欲
巧”这样的论述；《道德经》中有“大言希声”，“信
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中有“言不尽意，得意
忘言”；《墨子·非命》中有“先质而后文”；《孟
子·公孙丑上》中有“知言养气”等。先秦诸子的
论述有些虽不专指诗性语言，但对后世诗歌创作
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和深入研究。
除综合研究外，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还可以

进一步加强学科的整合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

展。有些学者，如王汶成［１１］等已经开始了这方面
的工作，他们正尝试着将２０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
划分为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认为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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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批评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学派主要运用的都
是语言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考察和研究文学语
言的时候主要是以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文本为研

究的本体和对象，不涉及其他，如形式主义重点
考察的是文学语言和文本异于日常语言的特征；
结构主义关注文学语言在聚合和组合关系上异

于其他语言的特征。非语言学方法的学派包括
接受美学、文学解释学、社会历史学派以及女权
学派等。这些学派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与
语言之外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接受美学和文
学解释学强调的是文学语言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历史学派关注的是文学语言与历史、社会、
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学语言研究进行

整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本研究认为
将文学语言研究划分为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

方法似乎稍显繁琐，且在逻辑上有自相矛盾之
嫌。我们的观点是尽量做到理论简化，取消语言
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之对立，可以将文学语言
研究纳入到语言学科里来进行。因为近几十年
来语言学科发展迅速，已然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
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语言学科已然实现了与
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交
叉，足以为文学语言研究提供较为成熟的理论基
础［１２］。反过来看，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更好
地促进语言学科的发展。例如从功能语言学的
角度来看，文学语言属于特定的语域，从篇章语
言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语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
主流的体裁，文学语篇之间具有主体间性和互文
性，如能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文学语言研究进行整
合，则无疑是对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事
实上，将文学语言研究并入到语言学领域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命名为文学语
言学，使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除可以与语言学科进行整合外，文学语言研

究还可以实现与很多其他学科，如美学、社会文
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的整合，从而建立
起更多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学科的整合将更
加有利于文学语言研究科学合理地向深度和广

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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